
第31卷 第9期
2012年09月

地 理 科 学 进 展
PROGRESS IN GEOGRAPHY

Vol.31, No.9
Sept., 2012

收稿日期：2012-03；修订日期：2012-0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971061)；全球变化研究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10CB950901)。

作者简介：李士成(1989-)，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历史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E-mail: lisc.10s@igsnrr.ac.cn

通讯作者：何凡能(1963-)，男，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与环境变迁。E-mail: hefn@igsnrr.ac.cn

1196-1203页

清代西南地区耕地空间格局网格化重建

李士成 1,2，何凡能 1，陈屹松 1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2.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49)

摘 要：本文以现代耕地分布格局为基础，通过量化地形(海拔、坡度)、气候生产潜力(光照、温度、水分)和人口密度

等因子与耕地空间分布的关系，重建了清代西南地区6个时点分辨率为10 km×10 km的耕地数据。结果表明：①
就整体而言，清代西南地区耕地空间格局的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垦殖范围的扩张，1661-1911年土地垦殖率

在0~10%的网格占比减少了约24%，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二是垦殖强度的提高，1661-1911年垦殖率

大于30%的网格占比提高了10.3%，最为显著的是四川盆地和云南中东部地区。②就清代西南地区耕地数量增减

来看，整个时段可划分为3个阶段：前期(1661-1724年)“复原性”垦殖，60多年间土地垦殖率在0~10%的网格占比

减少了11.4%；中期(1724-1820年)缓慢“拓展性”垦殖，全区垦殖率在0~10%的网格占比下降约7%，在30%以上的

网格占比提高约 7%；后期(1820-1911 年)局部抛荒与再垦，垦殖率在 0~10%的网格占比从 75.0%降至 72.2%，在

30%以上的网格占比从9.1%提高至10.9%。相关分析表明，本文网格化重建的清代西南地区的耕地空间格局具有

一定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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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类土地利用活动导致的土地覆被变化具有

显著的生态和气候效应[1-3]，因此，土地利用/覆被变

化(LUCC)研究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4]，历史

时期具有空间属性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重建作为

LUCC 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得到重视 [5-6]。

早在1995年，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和全球

环境变化人文计划(IHDP)便共同提出“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重大科学计划，并将“过去300年人类活

动是如何改变土地覆被”列为重点问题之一[4]。由

PAGES 与 LUCC 和 GAIM 等合作开展的项目“BI-

OME 300”也强调：必须利用各种手段恢复过去300

年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详细历史 [7]。2005 年，IG-

BP和 IHDP在LUCC研究基础上再次联合启动“全

球土地计划”(GLP)[8]，对长时间尺度土地利用/覆被

变化信息也提出了更高要求[9]。

国际上，在重建具有空间属性的历史土地利

用/覆被变化方面已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在全球

尺度上，最具代表性的有 Goldewijk[10]、Ramankutty

等 [11]和 Pongratz 等 [12]。其中，Goldewijk 和 Raman-

kutty等各自设计了一套网格化重建历史耕地分布

的方法，分别建立了过去300年全球土地利用数据

集(简称为HYDE数据集和 SAGE数据集)，并不断

更新，现已发展至 HYDE 3.1 和 SAGE(2010)版；而

Pongratz等则在 SAGE数据集的基础上，利用全球

人口数据，重建了公元800-1700年全球农田和牧场

的空间分布。上述研究成果在全球气候效应模拟

研究中已得到广泛应用[13-14]。

区域尺度历史 LUCC 重建作为区域性效应模

拟研究的重要基础及全球数据集的补充和验证[15]，

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此国内外也进行了大量

研究，如在国际上，Esser 等 [16]利用“森林砍伐可能

性”分配每个栅格的土地面积；Hall等[17]在其土地覆

盖变化模型GEOMOD中，通过作物适宜性分布图

对土地分配过程进行控制；Kaplan等[18]以人口为代

用资料，通过农林互动关系重建了欧洲地区工业化

以前 1000B.C.-1850A.D.的森林覆盖。在国内，Lin

等[19]等通过量化海拔、坡度和人口密度等要素与耕

地分布的关系，重建 1820 年中国传统农区垦殖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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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数据集(空间分辨率为60 km × 60 km)；何凡能等
[20]采用类似的方法网格化重建了北宋中期耕地空

间分布格局；李柯等 [21]基于 MODIS 土地覆被遥感

影像和 GIS 技术，网格化重建 1671 年和 1827 年云

南省全属性耕地数据集(空间分辨率90 m×90 m)。

本文拟以我国现代遥感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

通过量化地形(海拔、坡度)、气候生产潜力(光照、温

度、水分)和人口分布格局等自然和人文因子与耕

地空间分布间的关系，网格化重建清代 1661-1911

年西南地区耕地空间分布格局(空间分辨率10 km×

10 km)。希冀这一研究能为科学评估人类土地利

用活动对气候系统的影响有所裨益。

2 数据来源与处理

2.1 研究区概况

本文研究区为我国清代西南地区，包括云、贵、

川三省，大致相当于今云、贵、川、渝3省1市(图1)；

研究时段自清顺治十八年 (1661 年)至宣统三年

(1911年)。西南地区位于我国第二级阶梯上，地形

复杂，地貌类型多样，具有丰富的水热资源可用于

农业生产。在清代，特别是雍正以来，实施“改土归

流”后，区外客民的大量涌入，导致该地区的农垦和

毁林采矿活动迅速开展，并使得该地区的土地覆被

发生显著变化。对清代“内地十八省”而言，该地区

的土地覆被变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区域。因此，重建

清代西南地区的耕地空间格局具有较好的典型性

和代表性。

2.2 数据来源

耕地分布受地形、水热、土壤等自然因子和人

口、政策、战争等人文社会因子的影响。西南地区

位于我国第二地貌阶梯上，地势西高东低，北高南

低，起伏较大，最大高差在 7000 m以上；气候类型

复杂多样，温度和水分条件优越；土壤类型以热带、

亚热带的地带性土壤占绝对优势，普遍熟化，甚至

许多低产土壤也开垦为耕地。因此，地形和气候是

影响本区耕地分布的主要自然因子。从人文社会

因子来看，历史时期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从铁器

时代以来，生产力水平始终没有显著的提高，耕地

面积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劳动力的数量，也就是人口

的数量。政策、战争等因子难以量化，但仔细分析

可以发现，政策和战争都通过影响进行农事生产的

劳动者来影响耕地变化和分布。因此，人口数量的

变化能够很好的指示耕地的开垦过程。

本文引用数据主要包括清代耕地数据、现代遥

感耕地空间分布数据以及耕地分布影响因子数据，

如地形(海拔、坡度)、气候(光照、温度、水分)和人口

密度等。

(1) 清代耕地数据。清代西南地区耕地数据引

自文献[22]。该数据是葛全胜等[22]依据清代和民国

文献中记载的“田亩数据”，在客观把握土地垦殖变

化趋势的基础上，利用耕地面积指数法对清代田亩

数据进行校正，使之成为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耕地面

积，较好地将清代与民国及现代耕地数据加以衔

接。其清代数据是以 1820年行政图为基准进行的

订正，西南三省 1661-1911 年 6 个时间断面数据见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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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区示意图

Fig.1 Map of the study area

表1 清代西南地区特征时段耕地面积订正结果(km2)
Tab.1 Revised cropland area of six periods in Southwest China in the Qing Dynasty (km2)

年份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顺治18年

(1661年)

1402.6

7322.3

13578.8

雍正2年

(1724年)

25379.7

9914.2

18805.8

乾隆49年

(1784年)

54518.1

14347.5

21783.1

嘉庆25年

(1820年)

55008.2

18859.6

24692

同治12年

(1873年)

54745

18303.4

24491.9

宣统3年

(1911年)

56934.8

22147.1

32574.2

海拔/m
53

1000

2000

3000

7213

1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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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代耕地空间分布数据。现代耕地空间分

布数据选用 1995 年和 2000 年全国 1 km 网格土地

利用数据①，是由 1995、2000年 1∶10万土地利用数

据计算所得。研究表明，我国耕地面积自 20 世纪

90年代初到2000年呈缓慢减少态势[23,24]。因此，本

文选择 1995年遥感耕地数据作为历史耕地的最大

潜在分布范围，以此为基础网格化重建历史耕地的

空间分布格局；同时，利用2000年数据对网格化结

果的合理性和准确性进行验证。

(3) 地形和气候生产潜力数据。地形主要包括

海拔与坡度，为了获得每个网格的海拔高度值，本

文采用全球 1 km分辨率DEM数据，并通过GIS软

件，直接从DEM数据中提取坡度数据；气候生产潜

力是由光照、温度、水分等因子综合计算而得，本文

采用全国1km气候生产潜力栅格数据。上述DEM

和气候生产潜力数据均来自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

享网。

(4) 人口密度数据。引自曹树基所著《中国人

口史·清时期》[25]。该书是依据《清实录》、《清史

稿》、《清朝文献通考》、《嘉庆重修一统志》等官修史

书和清人文集、笔记、地方志及档案等资料，在深入

探讨清代户口制度、各省分府人口数量、人口增长

率、人口分布与迁移等一系列问题的基础上，较好

地再现清代人口分布状况与变化过程。本文主要

引用云、贵、川三省的人口数据，包括乾隆四十一年

(1776 年)、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光绪六年(1880

年)和宣统二年(1910年)4个时点(以下称曹氏数据

集)。

2.3 数据处理

在清一代，西南政区多有变化，清康熙初年

(1662 年)后，西南地区省级尺度政区基本稳定 [26]。

本文以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时期的政区底图为基准

(该图集主要反映嘉庆二十五年，也就是 1820年的

政区概貌)[27]处理相关数据，其中清代耕地面积的订

正过程见参考文献[22]。

(1) 现代耕地数据的重采样。1995 年和 2000

年全国1 km网格土地利用数据栅格的属性值为某

一地类在 1 km网格中所占的百分比，其中耕地包

括水田和旱地两类。为了得到西南地区 10 km×10

km分辨率的现代耕地空间分布数据，本文先从全

国 1 km网格土地利用数据中提取西南部分，然后

合并水田和旱地，再进行 10 km×10 km 网格的重

采样。

(2) 地形与气候生产潜力数据的标准化。为了

量化各因子，从全球DEM数据和全国栅格气候生

产潜力数据集中提取西南地区的数据，依据表2对

海拔和坡度数据进行分级[28]，并分省区对海拔、坡

度、气候生产潜力进行标准化处理。其公式如下：

NE(i) =
Max(E(i)) - E(i)

Max(E(i))

NS(i) =
Max(S(i)) - S(i)

Max(S(i)) (1)

NC(i) =
C(i)

Max(C(i))

式中：NE(i) 、NS(i) 、NC(i) 分别表示 kn 省区网格 i
标准化的海拔、坡度、气候生产潜力，取值范围为[0,

1]；E(i) 、S(i) 、C(i) 分别表示 kn 省区网格 i 的平均

海拔、坡度和气候生产潜力；Max(E(i)) 、Max(S(i)) 、
Max(C(i)) 分别表示 kn 省区网格 i 平均海拔、坡度和

气候生产潜力的最大值；i 为网格编号。

(3) 人口密度数据的插补与标准化。从已有清

代耕地与人口密度数据来看，两者分布的时点并不

完全匹配。除1820年外，其他5个时点的人口密度

数据均需插补求得，插补方法采用年均增长率进行

回溯。设 tj 年 kn 省中 l府的人口密度为 P(l, tj) ，人

口密度数据标准化公式如下：
NP(l, tj) = P(l, tj)/Max(P(l, tj)) (2)

式中：NP(l, tj) 表示 tj 年 l府在其所属 kn 省中的人口

相对聚集程度，取值区间为[0,1]；Max(P(l, tj)) 表示

kn 省属府中人口密度的最大值。

人口相对聚集程度的网格化数据 NP(i,tj) 是在

①数据来源：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网，www.geodata.cn。

表2 西南地区海拔与坡度分级表

Tab.2 Elevation and slope gradation
in Southwest China

海拔分级

/m

≤100

100~250

250~500

500~750

750~1000

1000~1500

1500~2000

2000~3000

计算时的海拔

高度值/m

100

250

500

750

1000

1500

2000

3000

坡度分级

/°

≤2

2~6

6~15

15~25

＞25

计算时的

坡度值/°

2

6

15

25

45

1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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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 省府级人口相对聚集程度 NP(l, tj) 的基础上，与

10 km×10 km网格图叠加而得。

3 网格化重建方法

为了将清代省级耕地统计数据转换为具有空

间属性的数据集，在Lin等[19]针对我国传统农区而

构建的耕地空间分配方法的基础上，以我国 1995

年遥感耕地空间分布范围为基准，通过量化地形、

气候和人口密度等因子与耕地空间分布的关系，重

新构建了土地宜垦性算法模型：
α(i, tj) = R(i)·NE(i)·NS(i)·NC(i)·NP(i, tj)·ε(i) (3)

式中：α(i, tj)、R(i)、NE(i)、NS(i)、NC(i)、NP(i, tj) 依

次为网格 i 在 tj 年土地的宜垦性、现代垦殖强度、标

准化海拔、标准化坡度、标准化气候生产潜力和网

格化人口相对聚集程度；ε(i) 为网格陆地面积比重

(位于国界线、海岸线和内陆湖泊等处的网格陆地

面积小于100 km2)。

对 kn 省区内网格 i 的耕地面积比重 β(i, tj) 、耕

地面积 CA(i, tj) 以及垦殖率 FR(i, tj) 的算法分别为：

β(i, ti) = α(i, tj)/∑
i = 1

n

α(i, tj)

CA(i, ti) = β(i, tj)·A(kn, tj)

FR(i, ti) = CA(i, tj)/area(i)

(4)

式中：n 为 kn 省区网格的数量；A(kn, ti) 为 kn 省区在
ti 年的耕地面积总数；area(i) 为网格的面积，其值

为100 km2。

需要指出的是，在人口极为密集的地方，上述

算法可能出现 FR(i, ti) 值过大，甚至大于 1的情况，

而历史时期较粗分辨率网格垦殖率一般不会超过

90%[12]，所以本文控制 10 km×10 km网格的最大垦

殖率为90%。当网格垦殖率大于90%时，程序将自

动把多出的耕地再按公式(4)分配到垦殖率小于

90% 的网格中，不断循环，直至所有网格的垦殖率

均小于等于90%。

4 结果与分析

把清代耕地数据按照上述方法进行网格分配，

得到清代西南地区6个时点10 km×10 km分辨率耕

地分布图(图 2)。本文以 10%为一个垦殖指数变化

区间对重建结果进行了分级统计(表 3)，并在刘纪

远等[29]的研究基础上，以垦殖率小于10%表示开垦

程度较低，大于30%表示垦殖程度较高。

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少数民族自治政策的改

变，积极垦殖政策的推行，采矿业和商业的兴起，以

及清末的回汉冲突等因素使得西南地区土地覆被

的空间格局在有清一代发生显著变化。从图 2 整

体来看，从顺治十八年(1661 年)至宣统三年(1911

年)西南地区耕地空间分布格局的变化表 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垦殖范围的扩张(垦殖率在 0~10%的网

格占比下降)，二是垦殖强度的提高(垦殖率在 30%

以上的网格占比升高)。就垦殖范围扩张而言，主

要集中在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从网格统计结果可

知(表 3)，1661 年土地垦殖率在 0~10%的网格约占

网格总数的 96%，而到 1911 年下降至 72%，250 年

间减少了约24%。就垦殖强度而言，全区均有明显

提高，最为显著的是四川盆地和云南中东部地区；

全区垦殖率大于30%的网格占比自1661年的0.5%

增至1911年的10.8%，250年间提高了10.3%。

就清代西南地区耕地数量增减来看，整个时段

可分为前期 (1661-1724 年)“复原性”垦殖、中期

(1724-1820年)“拓展性”垦殖和后期(1820-1911年)

局部抛荒与再垦3个阶段。

4.1 清前期(1661-1724年)——“复原性”垦殖期

明末清初的战乱造成西南地区大量人口逃亡、

土地荒芜。从图 2a 可以看出，1661 年全区垦殖强

度均较低，约有 96%的网格垦殖率在 10%以下，耕

地仅分布在云南中东部和贵州部分地区，间或有小

部分网格垦殖率可达30%以上；而原本开发程度较

高的四川盆地，此时也仅成都府还略有垦殖。

康熙平“三藩”之后，经过数十年的励精图治，

社会经济得以稳定发展，原来抛荒的田地随之垦

复，并继续推行顺治年间的垦殖政策；还废除了已

实行 400 余年的卫所屯田制，将屯田并入民田，让

人民开垦，编户入籍者出一定银钱即可占有私田，

因此耕地面积大幅增加。至 1724年(图 2b)，“天府

之国”的土地垦殖已从成都府扩至整个四川盆地，

云、贵两省也有明显扩张。从全区看，垦殖率为 0~

10%的网格占比在 60多年间减少了 11.4%，垦殖率

在10%~20%之间的网格占比提高了7.1%。就垦殖

强度而言，全区垦殖率在 30%以上的网格占比从

0.5%增至1.7%，其中四川成都府提高最为明显，半

数以上网格垦殖率从不足10%提高到30%以上。

4.2 清中期(1724-1820年)——“拓展性”垦殖期

雍正以来，随着“改土归流”政策的大规模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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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西南地区出现了犹如“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

潮；区外客民大量迁入，从事农业生产和开矿活动，

使得“土司”地区的土地利用发生显著变化。例如，

滇东北地区，雍正以前，土官骠悍，汉族人口很少进

入，东川府“膏腴四百里无人敢垦”②。改土归流之

后，乾隆七年(1742 年)，云贵总督张允随奏言：“镇

雄一州，原系土府，并无汉人祖业，……。雍正五年

(1727年)，改流归滇，凡夷目田地俱免其变价，准令

f. 1911年

0 30 60 90

a. 1661年 b. 1724年 c. 1784年

d. 1820年 e. 1873年

图2 清代西南地区10 km×10 km耕地空间分布

Fig.2 Cropland distribution in Southwest China in the Qing Dynasty (grid cells size: 10 km×10 km)

表3 清代西南地区10km×10km网格垦殖率各区间占比 (%)
Tab. 3 The percentage of 10 km×10 km grid cells of different ranges in southwest China in the Qing Dynasty (%)

垦殖率区间/%

0~10

10~20

20~30

30~40

40~50

50~60

60~70

70~80

80~90

1661年

95.8

3.1

0.6

0.2

0.1

0.1

0.1

0.1

0.1

1724年

84.4

10.2

3.7

0.8

0.5

0.1

0.1

0.0

0.2

1784年

77.8

10.0

3.7

3.1

2.9

1.4

0.3

0.2

0.7

1820年

75.0

11.2

4.5

3.1

3.6

1.6

0.2

0.2

0.7

1873年

75.2

11.2

4.5

2.7

3.0

2.1

0.6

0.4

0.3

1911年

72.2

11.3

5.7

3.3

3.3

2.0

1.5

0.4

0.4

②(清)魏源《圣武记》卷七《雍正西南夷改流记》。

垦殖率/% 垦殖率/% 垦殖率/%

垦殖率/% 垦殖率/% 垦殖率/%

0 30 60 90 0 30 60 90 0 30 60 90

0 30 60 90 0 30 60 90

0 150 km 0 150 km 0 150 km

0 150 km 0 150 km 0 15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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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旧招佃，收租纳粮。昭、东各属，外省流民佃种夷

田者甚众”③。

1724-1784年(图2c)，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的垦

殖范围继续向四周快速拓展，全区垦殖率在0~10%

间的网格占比从84.4%降为77.8%。从垦殖强度来

看，西南地区均有明显提高，垦殖率大于 30%的网

格占比提高了约 7%。其中，四川盆地多数网格的

垦殖率已增至30%以上，四川省成都府和云南省云

南、澂江二府部分网格的垦殖率甚至超过80%。经

过顺、康、雍三朝，西南大部分宜垦土地基本被开垦

殆尽，因此拓展垦殖进程相对缓慢。1784-1820年

(图 2d)，全区耕地分布范围基本稳定，垦殖率在 0~

10%间的网格占比只减少2.8%；土地垦殖强度变化

也不大，仅贵州东北部地区垦殖强度有明显提高，

四川盆地中部高垦区重心有南移趋势。

4.3 清后期(1820-1911年)——局部抛荒与垦复期

从咸丰六年(1856年)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

云南爆发了以杜文秀为首领的回民起义，波及西南

地区。同治十二年(1873 年)，岑毓英上奏说：“自军

兴以来，各属久遭兵、饥馑、瘟疫，百姓死亡过半

……现查各属百姓户口，被害稍轻者十存七八，或

是十存五六不等，其被害较重者十存二三。约计通

省百姓户口，不过当年十分之五。”④人口的减少和

社会秩序的混乱严重影响到当时的农业经济和土

地垦殖。

1820-1873年(图2e)，西南局部再次出现抛荒现

象，垦殖范围有所缩小，云南中部垦殖强度明显降

低。“回乱”平息后，新一轮荒地垦复再次展开。

1873-1911年(图2f)，西南三省的耕地面积又由减转

增。就整个清后期来看，垦殖率在10%以下的网格

从 75.0%降至 72.2%；垦殖率在 30%以上的网格占

比从约9%提高至11%。

5 结果检验

历史时期耕地空间数据，特别是具有规则空间

格网属性的耕地分布数据，由于缺乏可资对比的数

据和图件，对于重建结果的合理性和准确性尚无直

接检验的方法。然而，为了对本文所重建结果的合

理性有个大致的判断，把 2000 年耕地的统计数据

用上述方法进行分配，然后将所得结果与 2000 年

卫星遥感耕地数据做空间型相关分析，以两者的相

关系数和标准误来进行间接检验。其中，相关系数

R 和标准误 SE 分别反映网格化耕地数据与遥感耕

地数据的空间相关程度和偏离程度，计算公式

如下：

R =
Cov(X,Y )

D(X ) D(Y )
SE =

∑(X - Y )

n - 2
(5)

式中：Cov(X,Y ) 为随机变量 X 和 Y 的协方差；

D(X ) 、 D(Y ) 为 X 和Y 的方差；n 为样本自由度。

检验结果表明(图 3)：重建西南地区 2000年耕

地分布格局与 2000年卫星遥感耕地空间数据的相

关系数为 0.81，标准误为 0.20，说明重建结果与现

代遥感数据显著相关，偏离也较小；分省来看，四

川、云南、贵州三省的相关系数和标准误分别为

0.83、0.68、0.73 和 0.21、0.21、0.16，也较为接近，说

明本文所构建的历史耕地网格化方法具有可行性，

③《张允随奏稿》乾隆七年二月十七日。

④《岑襄勋公(毓英)遗集》卷八《截至民兵厘谷请免积欠钱粮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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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西南地区重建数据与遥感数据土地垦殖率相关分析图

Fig.3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reconstruction data and remote sensing data of reclamation rate in Southwe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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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分配结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6 结论

通过上述对清代西南地区耕地空间分布的网

格化重建，得到以下结论：

(1) 总体而言，清代(1661-1911 年)西南地区耕

地空间格局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垦殖

范围的扩张，250年间土地垦殖率在 0~10%的网格

占比减少了约24%，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和云贵高

原；二是垦殖强度的提高，250年间土地垦殖率大于

30%的网格占比提高了 10.3%，最为显著的是四川

盆地和云南中东部地区。

(2) 清代西南地区土地垦殖大致可分为 3个阶

段：清前期(1661-1724 年)“复原性”垦殖，清中期

(1724-1820 年)“拓展性”垦殖和清后期(1820-1911

年)的局部抛荒与复垦期。其中，清前期垦殖范围

明显扩展，全区垦殖率为 0~10%的网格占比在 60

多年间减少了11.4%。清中期在垦殖范围继续拓展

的基础上，垦殖强度有明显提高；全区垦殖率在 0~

10%之间的网格占比下降约 7%；垦殖率在 30%以

上的网格占比提高约7%。清后期由于“回乱”的影

响，垦殖范围和垦殖强度均呈现波动性变化；整个

清后期垦殖率在10%以下的网格占比从75.0%降至

72.2%，垦殖率在 30%以上的网格占比从 9.1%提高

至10.9%。

(3) 相关分析表明，本文所构建的历史耕地网

格化方法具有可行性，网格化重建的清代西南地区

的耕地空间格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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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dding Reconstruction of Cropland Spatial Patterns in Southwest
China in the Qing Dynasty

LI Shicheng1,2, HE Fanneng1, CHEN Yisong1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Gradu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modern cropland spatial pattern, we designed a method to quantify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opography (including altitude and slope), production potential of climate (including light, temperature

and water), population density and cropland spatial pattern. Then the method was used to reconstruct cropland

spatial pattern with a resolution of 10 km by 10 km in Southwest China for 6 periods between 1661 and 1784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s. (1) As a whole, the changes of cropland spatial pattern in

Southwest China can be described in two respects. One is the expansion of cultivated area, which are mainly dis-

tributed in the Sichuan Basin and the Yunnan-Guizhou Plateau. The grid cells with small cropland fractions

(0~10% ) decreased by 24.0% during the past 250 years. The other is enhancement of cultivation intensity,

which are obvious in the Sichuan Basin and the central-eastern parts of Yunnan Province. The grid cells whose

cropland fractions are relatively large (>30%) increased by 10.3% during the past 250 years. (2) The process of

cropland change in Southwest China in the Qing Dynast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The cultivation re-

covery period (1661-1724)--the grid cells whose cropland fractions are small (0~10%) decreased by 11.4%; the

slow cultivation expansion period (1724-1820)--the grid cells whose cropland fractions are small (0~10%) de-

creased by 7% while the grid cells with relatively large cropland fractions (>30%) increased by 7%. The postwar

abandonment of cropland in some parts of the study area and recovery period (1820-1911)--the grid cells whose

cropland fractions are small (0~10%) decreased from 75.0% to 72.2% while the grid cells whose cropland frac-

tions are relatively large (>30%) increased from 9.1% to 10.9%. The re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indicate that

the reconstruction is reasonable to some degree.

Key words: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ropland; gridding reconstruction; Southwest China; historical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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